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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軍事主官管轉換型領導取向，是否影響部屬、主官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組

織認同，進而影響軍事組織團隊效能。此議題在國內甚少研究者探究，值得加以探討。本文針對

國軍軍職人員進行問卷施測，共獲取有效問卷298份。利用結構化方程模式驗證所設立的假設。

研究結果證實：軍事主官管轉換型領導取向，被證實正向影響部屬、主官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性、組織認同，進而影響軍事組織團隊工作效能。 

關鍵詞：轉換型領導、部屬主管價值一致、個人組織價值一致、組織認同、

團隊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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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ubordinate-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There was almost no research exploring this topic on military personnel’s work attitude in 

Taiwan, so it is worth in-depth studying. This paper collected 298 valid samples from military personnel and 

u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e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d subordinate-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subordinate-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all positively affected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Key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ubordinate-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 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ork group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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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導論 

雖然許多研究已經證實，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對於組織正

向發展有所助益(Judge & Piccolo, 2004; Lowe, Kroeck, & Sivasubramaniam, 
1996)。但轉換型領導的潛在影響流程，仍舊不是很清楚(Yukl, 1999: 287)。許多

的命題(propositions)已經被詮釋，但多數研究集中個人對於轉換型領導者的回

應，如信任(trust)( Podsakoff, Jung & Avolio, 1990)、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等(Shea 
& Howell, 1999)。其他產出，包含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 Kirkpatrick & Locke, 
1996)，工作績效(Piccolo & Colquitt, 2006)。轉換型領導最常見的一個解釋理由，

即是促成價值一致性(value congruence)，其即是個人價值與組織環境價值的一致

(Burns, 1978; Jung & Avolio, 2000; Shamir, 1991; Shamir, House, & Arthur, 1993; 
Weber, 1947)。對於軍職人員來說，軍事組織為了快速、有效執行軍事任務，多

數被為是權威式領導為主。然不同世代軍人價值觀已有所改變與差異，洪仲丘事

件不僅使得軍中管理引起關注，也再度讓人深思，軍中真的只能權威式領導，還

是可以左以轉換型領導，避免軍職人員與主官管、組織價值不一致，造成諸多衝

突與團隊效能下降，十分值得探究。 
雖然價值一致性已被證實是領導過程的一個重要因子，但過去對於價值一

致性的解釋，包含主管和部屬價值一致1(Burns, 1978; Jung & Avolio, 2000)，以及

個人和組織的價值一致性(van Knippenberg, van Knippenberg, De Cremer, & Hogg, 
2004)。其的確區別個人、主管及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的不同(Kristof-Brown, 
Zimmerman, & Johnson, 2005)。但領導相關研究，並未探討兩種價值一致性，是

否為轉換型領導的解釋變項。對於軍職人員來說，也幾乎沒有探討「主管和部屬

價值一致」、「個人和組織的價值一致性」，其是否受到轉換型領導的影響，十

分值得探究。特別是在新世代進入軍隊中後，軍隊管理者需關注主官管和部屬、

組織價值不一致現象。士兵和主官管、軍隊組織目標也不是很一致。新世代之自

我意識較強烈，對傳統權威服從性較差，軍隊管理上，應該納入考量。 
轉換型領導最早Burns(1978)提出，其結合交易型領導與魅力型領導，被認

為對於組織變革來說，是相對比較好的一種領導方式。轉換型領導被定義為結合

組織成員共同需求與願望，透過領導作用，建立人員對組織目標共識與承諾的一

種領導方式。整體而言，轉換型領導嘗試建立共同願景，以高成就、期望，改變

                                                 
1 「主管和部屬」為學術名詞，還是沿用「主管」一詞。問卷及碰到談論軍中管理時，

才會使用「主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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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理想、道德及目標。同時以個別化關懷、支持，回應個體的差異及需求。並

以心靈鼓舞、智力的激發，提升成員自我發展。 
轉換型領導理論假定，有效的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團隊領導、組織領導

的效能(Bass, 1985; Burns, 1978)。團隊領導的績效，才是最重要的領導效能指標

(leader effectiveness)( Dionne, Yammarino, Atwater, & Spangler, 2004; Kaiser, 
Hogan, & Craig, 2008)。亦即，領導效能好的話，團隊和組織的效能就會提高。

對於軍隊單位來說，團隊效能也是軍隊作戰效能的一個關鍵，而軍隊領導是否可

提高團隊效能，特別是轉換型領導，值得探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轉換型領導如何影響「個人、組織」及「部屬、主管」

價值一致性，進而影響團隊工作效能。領導與個人環境一致(person-environment 
fit)的文獻被認為是團隊效能的成因(Jansen & Kristof-Brown, 2006)，本研究同時

加上主管、部屬價值一致性構面。傳統管理總認為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組織團

隊績效。但本研究擬持續探討，轉換型領導是否透過個人、組織、主管價值一致

性，進而提高組織團隊效能。 

貳、文獻探討 

Bass(1985) 的 研 究 主 張 ， 轉 換 型 領 導 可 以 提 高 部 屬 的 自 我 意 識

(self-awareness)，將組織、團體目標傳遞給予部屬，這是連結轉換型領導和組織、

個人目標一致性的早期研究。Bass & Avolio(1995)的後續研究也指出，好的領導

者具備幾項特色。首先，必須有理想化的屬性與性格，以讓部屬產生忠誠與強烈

情感。其次，轉換型領導者需有激勵作用，並宣示機關組織目標的重要性。第三，

轉換型領導者需有智能激勵(intellectual stimulation)的作用，鼓勵部屬以新思維面

對問題。第四，領導者必須提供部屬鼓勵與支持，並給予諮詢。這幾項特色都十

分適合軍事主官管，其可以表達軍事組織目標，激勵部屬以新思維面對問題，給

予部屬支持，終究可以讓部屬產生忠誠與承諾感，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文獻基礎。 
Keller(1992, 2006)的研究曾經提及，轉換型領導者對於創新團隊，可以產生

更好的領導效果。Piccolo & Colquitt (2006)和 Podsakoff & MacKenzie(1997)的研

究指出，轉換型領導者的鼓勵行為，會使部屬的組織公民行為頻繁出現。Judge & 
Piccolo (2004)的研究則認為，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工作團隊效能。國軍部隊許多

運作，都需要班、排、連或以上團隊的協作，才能產生綜效效果，這些文獻提供

轉換型領導和團隊績效關聯。 
Burns (1978)、Conger(1999)、 Klein & House(1995)、 Shamir et al.(1993)和

Weber(1947)等學者的研究，都曾經提及價值一致性(congruence)，是部屬是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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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管支持與信任的關鍵。Edwards & Cable (2009)、Hoffman & Woehr(2006)、 
Kristof-Brown et al.(2005)等許多研究者也曾經探討，個人價值和組織環境間的一

致性，是管理上的一個重要因素。Bono & Judge(2003)和Shamir et al.(1993)的研

究則主張，轉換型領導其中一個願景(vision)，即是建立組織、個人共同目標 。
這些文獻都可以看出，組織、個人目標一致性是轉換型領導一項特色，其是否影

響組織團隊效能，對於強調團隊運作的軍事組織來說，更顯重要。 
Burns(1978)得研究曾經發現，好的領導者需要回應部屬的價值，而轉換型

領導比較可以回應部屬基本價值。Avolio & Bass(1988)、 Burns(1978)、 Conger & 
Kanungo(1987)、 Klein & House( 1995)也陸續發現，轉換型領導理論確實強調主

管和部屬價值一致性，比較回應部屬價值。這些文獻連結轉換型領導、主管和部

屬價值一致性的關聯。 
Kelman (1958)、Kudisch, Poteet, Dobbins, Rush, & Russell(1995)過去的研究

曾經指陳，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性，可以預測參照性權力(referent power)，亦即當

主管、部屬價值一致時，部屬比較可以接受主管的價值，並加以學習。Conger & 
Kanungo(1987)、 Kark, Shamir, & Chen(2003)進一步發現，當主管、部屬價值一

致時，部屬會模仿主管的態度與行為。這些文獻探討主管部屬價值一致，在組織

管理上產生的結果。Jung & Avolio (2000)的研究則發現，轉換型領導是透過部屬

主管價值一致性的中介，進而影響工作團隊績效，其文獻連結了轉換型領導、部

屬主管價值一致性、工作團隊績效間的關係。 
Shamir et al.(1993)、Weber(1947)則從另外的角度，發現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性(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和轉換型領導相似，轉換型領導強調領導

者、被領導者目標、價值一致性。Shamir et al.(1993)、van Knippenberg et al.(2004)
的研究則發現，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和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所

關聯，亦即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越高，組織認同就越高。Podsakoff & MacKenzie 
(1997)的研究發現，當個人與組織價值一致時，團隊生產力比較可以提高，連結

了個人與組織價值一致和團隊效能間的關係。Shamir et al.(1993)進一步指陳，轉

換型領導可以提高部屬組織承諾感，也讓部屬將組織目標視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這項研究連結了轉換型領導和個人與組織價值一致的關聯。Marks, 
Mathieu, & Zaccaro(2001)的研究則發現，轉換型領導可提高工作團隊效能也提供

本文研究架構部分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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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管支持與信任的關鍵。Edwards & Cable (2009)、Hoffman & Woehr(2006)、 
Kristof-Brown et al.(2005)等許多研究者也曾經探討，個人價值和組織環境間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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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假設建立 

轉換型領導被認為可以提高部屬的自我意識(self-awareness)，並協助建立任

務、目標感受，以將組織、團體層次的目標、需求，傳遞給予部屬(Bass, 1985)。
如果軍事主官管可以提高部屬自我意識，進而將組織目標傳遞給予部署，應該可

以提高其團隊效能。一般認為，轉換型領導有幾個向度。首先，領導者必須有魅

力影響力，有理想化的屬性與性格(Bass & Avolio, 1995)。如此，領導者可以讓部

屬忠誠，並具備強烈情感。其次，轉換型領導者需有激勵作用，並表達機關組織

目標的重要性。第三，需有智能激勵(intellectual stimulation)的作用，領導者必須

讓部屬知道問題所在，並鼓勵以新思維面對問題。第四，領導者必須有個人化考

量，提供部屬鼓勵與支持，並給予諮詢。過去一些實證研究證實，轉換型領導者

更能領導創新團隊(Keller, 1992, 2006)。領導者的鼓勵行為，被認為和組織公民

行為正向相關(Piccolo & Colquitt, 2006; Podsakoff & MacKenzie, 1997)，且讓工作

團隊效能更好(Judge & Piccolo, 2004)。以上的文獻，都驗證轉換型領導和團體效

能間的關係。對於軍隊主官管來說，首先需具備專業與個人魅力，維繫部屬的忠

誠，而不僅是嚴格要求而已。其次，主官管需具備激勵能力，並精確描述軍隊組

織目標。軍隊所面對係不確定情境，同時面對多元問題，應該讓部屬瞭解、界定

問題，並以創新思維面對問題。最後，軍事主官管需具備真實專業，給予部屬專

業、正確諮詢。如此，必能使軍隊團隊效能有所提升。 

假設1：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組織團隊效能 

這幾年來，許多研究探討個人偏好、動機、價值和環境間的一致性

(congruence)(Edwards & Cable, 2009; Hoffman & Woehr, 2006; Kristof-Brown et 
al., 2005)。個人、環境一致性的內容，並不是很一致。有些主張是個人需求是否

被環境所滿足；部分指出是個人與環境目標一致性；另外則是指個人利益是否被

實踐。對於軍隊管理來說，傳統式權威管理強調一個命令、一個動作，不得有所

懷疑與抗拒。然當前世代交替，年輕世代軍士官價值已有所變遷，並非完全揚棄

傳統領導權威，軍事組織係組織理論裡最強勢管理要求者，無法讓個人完全決定

工作內容。但是否可以在不影響軍事權威下，讓軍職人員的價值和組織及主管2一

致，或許更能提高績效、完成任務，值得探究。 
在領導的文獻裡，價值一致性一直被認為是部屬是否對於主管支持與信任

                                                 
2 本文所提及「主管」，即是軍隊中所稱「主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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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鍵(Burns, 1978; Conger, 1999; Klein & House, 1995; Shamir et al., 1993; 
Weber, 1947)。轉換型領導其中一個願景(vision)，即是和部屬有一共同目標，使

得部屬願意將組織目標視為自我目標，並投注努力完成目標(Bono & Judge, 2003; 
Shamir et al., 1993)。部屬和轉換型領導，被認為視工作為共同價值的反應。付出

相當努力達成目標，被認為是內在驅使的，不是被外在力量所威嚇。因此，部屬

的行為，會反映其重要價值；這價值和其自我認知符合；也符合個人道德判斷

(Shamir et al., 1993;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最後，領導者不需改變部屬價

值，就可以連結部屬和工作價值(Klein & House, 1995)。這樣的思維，或許和傳

統軍事單位傳威管理有所歧異，但並非全然摒除軍事主官管權威建立與維繫，係

主張軍事主官管可以逐步考量部屬與主管價值一致性，觀察提高主管部屬目標一

致性，是否不僅不降低主官管權威，反而可以提高團隊效能。 
而轉換型領導的一個重要概念，即是個人主管價值一致(person-supervisor 

value congruence)。對於軍職人員來說，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認知較高，就會強

化軍職人員的主管部屬價值一致性。Burns曾經說過，真正的領導者，需看到與

回應部屬的價值(1978: 19)。過去30年以來，轉換型領導理論都強調主管和部屬

價值必須一致(Avolio & Bass, 1988; Burns, 1978; Conger & Kanungo, 1987; Klein 
& House, 1995)。這些文獻都可以證實，當轉換型領導認知高時，主官管價值一

致性認知就會提升。以主管為中心的領導，僅強調主管個人價值。一個具有自信，

深切關心部屬福祉者，散發著自信和承諾感(Dionne et al., 2004)。部屬會更願意

模仿主管態度和行為，並強化個人和主管價值的一致性。而部屬主管價值一致

性，被認為可以預測參照性權力(referent power)( Kelman, 1958; Kudisch, Poteet, 
Dobbins, Rush, & Russell, 1995)，其意指部屬模仿主管的態度與行為(Conger & 
Kanungo, 1987; Kark, Shamir, & Chen, 2003)。過去軍隊管理亦十分強調「帶人帶

心」，完全權威式領導，凸顯的多數是主管個人價值，而轉換型領導必須強調主

管和部屬價值一致，當主管願意更關心部屬，部屬會更願意接受主管態度與行為。 
一些實證研究也證實，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是轉換型領導是否有效的關鍵指

標。Jung & Avolio (2000)曾經發現，轉換型領導透過「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性」，

進而提高工作團隊績效。其並指出主管致力讓部屬內化願景(vision)，可以達成更

高的價值一致。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 

假設3：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正向影響團隊效能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被視為和轉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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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實證研究也證實，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是轉換型領導是否有效的關鍵指

標。Jung & Avolio (2000)曾經發現，轉換型領導透過「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性」，

進而提高工作團隊績效。其並指出主管致力讓部屬內化願景(vision)，可以達成更

高的價值一致。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 

假設3：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正向影響團隊效能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person-organization value congruence)，被視為和轉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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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某種程度相似(Shamir et al., 1993; Weber, 1947)，但目前並沒有實證研究探討

兩者之間的交互效果,因此，他們還是存在因果關係。反倒是有研究探討個人組

織價值一致性和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間的關係(Shamir et al., 
1993;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但本研究並未將這樣的關係納入。 

轉換型領導讓部屬有共同體感受，及身為組織一員的榮耀(Shamir et al., 
1993)。讓其感受和組織價值也是一致的，不是只有和主管價值一致而已。當軍

事組織也讓部屬感受轉換型領導認知時，其對於軍事組織價值也會感到一致，符

合其個人價值。建立個人對組織目標共識，原本即是轉換型領導的重要徵兆之

一，其使得軍職人員產生組織、個人價值一致感，是可以預期的。當其認為個人

與組織價值一致時，且感受是組織的一部分，即會投注努力，提高團隊生產力

(Podsakoff & MacKenzie, 1997)。轉換型領導提供組織目標和部屬組織承諾間的關

連(Shamir et al., 1993: 584)，也讓部屬視組織目標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因而，可提高工作團隊效能(Marks, Mathieu, & Zaccaro, 2001)。對於軍職

人員來說，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作風，可以讓部屬感受軍事組織一體概念，當其

認為自己價值和機關組織價值一致時，其會投注更多努力，致力提高團隊效能。

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 

假設5：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正向影響團隊效能 

組織認同(organization identification)其概念源自於Sanford(1955：106-118)組
織與部屬共享目標，且彼此擁有一種歸屬感。如同先前所述，轉換型領導提供組

織目標和部屬組織承諾間的關連(Shamir et al., 1993: 584)，也讓部屬感受組織目

標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因此，當軍職人員可以感受主官管轉換型領

導時，促使其覺得個人、組織目標一致，或許會提高其組織認同感與歸屬感。換

句話說，當軍隊部屬可以感受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方式時，其對於組織目標承諾

感將會提高，進而提高其組織認同感。 
國內有關轉換型領導與組織認同相關研究上，張水泉(2002：101)曾經以某

一空軍基地兩位空軍上校階層部隊主官為研究對象，其發現部隊主官的領導行

為，確實影響部屬的行為與態度，初步可以證實領導方式影響組織認同。蔡政村

(2003：71)則針對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連隊幹部，進行領導行為、生活滿意與

組織承諾之研究，發現幹部的人際關懷較高於軍事體制運作時，其對組織認同感

更高，這是比較直接的國內研究，證實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組織認同。鄭勝文

(2004：129)則以空軍飛機修護基層主官管為研究對象，發現領導型態對組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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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顯著正向影響。陳瑞忠(2004：121)也有相同的研究成果，證實領導行為正

向影響組織認同，同樣證實轉換型領導及組織認同間關係可能性。轉換型領導本

來就是透過結合組織成員共同需求與願望，建立人員對組織目標共識與承諾感，

特別是在組織面臨精簡、變革，軍職人員世代價值有所歧異時。當軍隊部屬感受

主官管具有轉換型領導取向時，其容易感受到心理上的支持與關懷，對於軍隊的

情感依附與連結感就會更高，組織認同感同樣會提高。因此，成立以下假設： 

假設6：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組織認同 

整體而言，本文研究架構探討自變項：轉換型領導對於部屬、主官管價值、

個人、組織價值、組織認同的影響，進而探討是否進一步影響依變項：組織團隊

效能。部屬、主官管價值、個人、組織價值則扮演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關

係的中介角色。  

圖1：研究架構圖 

肆、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受訪者基本資料與敘述統計 

整體而言，本研究進行分發問卷時，主要以不同軍種、軍士官、北中南東

區域為分層單位，分層系統隨機(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發放。針對軍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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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某種程度相似(Shamir et al., 1993; Weber, 1947)，但目前並沒有實證研究探討

兩者之間的交互效果,因此，他們還是存在因果關係。反倒是有研究探討個人組

織價值一致性和組織認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間的關係(Shamir et al., 
1993;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但本研究並未將這樣的關係納入。 

轉換型領導讓部屬有共同體感受，及身為組織一員的榮耀(Shamir et al., 
1993)。讓其感受和組織價值也是一致的，不是只有和主管價值一致而已。當軍

事組織也讓部屬感受轉換型領導認知時，其對於軍事組織價值也會感到一致，符

合其個人價值。建立個人對組織目標共識，原本即是轉換型領導的重要徵兆之

一，其使得軍職人員產生組織、個人價值一致感，是可以預期的。當其認為個人

與組織價值一致時，且感受是組織的一部分，即會投注努力，提高團隊生產力

(Podsakoff & MacKenzie, 1997)。轉換型領導提供組織目標和部屬組織承諾間的關

連(Shamir et al., 1993: 584)，也讓部屬視組織目標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因而，可提高工作團隊效能(Marks, Mathieu, & Zaccaro, 2001)。對於軍職

人員來說，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作風，可以讓部屬感受軍事組織一體概念，當其

認為自己價值和機關組織價值一致時，其會投注更多努力，致力提高團隊效能。

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 

假設5：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正向影響團隊效能 

組織認同(organization identification)其概念源自於Sanford(1955：106-118)組
織與部屬共享目標，且彼此擁有一種歸屬感。如同先前所述，轉換型領導提供組

織目標和部屬組織承諾間的關連(Shamir et al., 1993: 584)，也讓部屬感受組織目

標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因此，當軍職人員可以感受主官管轉換型領

導時，促使其覺得個人、組織目標一致，或許會提高其組織認同感與歸屬感。換

句話說，當軍隊部屬可以感受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方式時，其對於組織目標承諾

感將會提高，進而提高其組織認同感。 
國內有關轉換型領導與組織認同相關研究上，張水泉(2002：101)曾經以某

一空軍基地兩位空軍上校階層部隊主官為研究對象，其發現部隊主官的領導行

為，確實影響部屬的行為與態度，初步可以證實領導方式影響組織認同。蔡政村

(2003：71)則針對國防大學中正理工學院連隊幹部，進行領導行為、生活滿意與

組織承諾之研究，發現幹部的人際關懷較高於軍事體制運作時，其對組織認同感

更高，這是比較直接的國內研究，證實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組織認同。鄭勝文

(2004：129)則以空軍飛機修護基層主官管為研究對象，發現領導型態對組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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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具顯著正向影響。陳瑞忠(2004：121)也有相同的研究成果，證實領導行為正

向影響組織認同，同樣證實轉換型領導及組織認同間關係可能性。轉換型領導本

來就是透過結合組織成員共同需求與願望，建立人員對組織目標共識與承諾感，

特別是在組織面臨精簡、變革，軍職人員世代價值有所歧異時。當軍隊部屬感受

主官管具有轉換型領導取向時，其容易感受到心理上的支持與關懷，對於軍隊的

情感依附與連結感就會更高，組織認同感同樣會提高。因此，成立以下假設： 

假設6：轉換型領導正向影響組織認同 

整體而言，本文研究架構探討自變項：轉換型領導對於部屬、主官管價值、

個人、組織價值、組織認同的影響，進而探討是否進一步影響依變項：組織團隊

效能。部屬、主官管價值、個人、組織價值則扮演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關

係的中介角色。  

圖1：研究架構圖 

肆、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受訪者基本資料與敘述統計 

整體而言，本研究進行分發問卷時，主要以不同軍種、軍士官、北中南東

區域為分層單位，分層系統隨機(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發放。針對軍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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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施測，共獲取有效問卷298份。樣本、母體卡方檢定上，樣本軍種方面，陸

軍佔49.3%、海軍佔19.8%、空軍佔14.1%、憲兵佔9.7%、海軍陸戰隊佔7%。和

母體分配進行卡方檢定後發現，卡方值為6.61，顯著水準為0.16，未達統計顯著

水準，證實本研究軍種上，樣本與母體分配無異。樣本軍官、士官、士兵百分比

為23%、38%、41%，經卡方檢定後，卡方值為0.25，顯著水準為0.88，未達統計

顯著水準，證實本研究官士兵樣本與母體分配無異。本研究並未獲得北中南東軍

事單位母體分配，但施測時，已盡量分區域分層隨機施測，盡力避免樣本偏頗。

其他受訪者基本資料，年齡方面，未滿20歲佔2.3%、20-29歲佔46.6%、30-39歲
佔45%、40-49歲佔6%。教育程度方面，高中(職)佔4.7%、專科佔18.5%、大學佔

55%、研究所(含)以上佔21.8%。服務年資方面，3年以下佔10.4%、3-5年佔30.2%、

6-10年佔24.8%、11-15年佔27.2%、16-20年佔7.4%。婚姻狀況方面，未婚佔59.1%、

已婚佔40.9%。 

二、問卷設計與測量 

關於轉換型領導構面，本研究參考Bass & Avolio (1995) 的多因子領導問卷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加以修改(詳細題項如附錄)；部屬、

主管、組織價值一致性之衡量，參考Cable & DeRue (2002)的問卷設計予以修正；

此外，採用Barrick, Stewart, Neubert, & Mount (1998：377-391)所發展之工作團隊

效能量表，依研究主題修改字句，以求適用於本研究；在組織認同認知方面，參

考Cheney(1982：342-362)所發展之量表加以修正。參考量表都被廣泛使用，且信

效度頗佳，故具相當程度專家、內容效度。除了轉換型領導採用Likert 5點尺度，

其他研究構面都採用Likert 7點尺度。 

三、共同方法變異檢測 

共同方法變異之事先預防與事後檢定方面，本研究問卷皆為自填式，可能

會產生共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問題，為了確保研究結

果未受到共同方法變異太大的影響，本研究的問卷施測採匿名方式進行，部分題

項使用反向設計，以減少共同方法變異之問題。此外，題項設計兼顧簡明、易懂

為原則，凡是讓受測者疑惑的、會衍生不同解讀的、或難以作答的問題，都盡量

避免。此外，本研究構面尺度方面，除了轉換型領導採用Likert 5點尺度，其他

研究構面都採用Likert 7點尺度，也被認為可以部分避免共同方法變異問題。 
事後之檢定方面，本研究採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 factor test)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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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驗3。探索性因素分析中未旋轉的第一個主成份的因素解釋量僅為45%，並

未高於50%(Podsakoff & Organ, 1986)。本研究再於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把所有題項負載於一個共同潛在變數(common latent 
factor, CLF），配適指標GFI=0.44；AGFI=0.41；PGFI=0.42，都不是很好，表示

所有題項負載於單一因子的結果不好，共同方法變異問題應不嚴重。 

四、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利用SEM軟體，以驗證式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檢測構面及題項的信度、效度。首先，佐以模式配適指標之觀察，才能確認模式

適切及整體建構效度，這也是驗證式因素分析被認為較為精確、可信原因之一。 
絕對配適指標方面，本研究概念模式卡方值為6790.55，自由度為2474，卡

方值／自由度為2.74，小於3，符合Wheaton(1987)的說法。SRMR為0.035；RMSEA
為 0.08，分別小於判斷準則 0.08，符合Hu & Bentler(1999) 和Browne & 
Cudeck(1993)的說法。由增值配適值指標來看，NNFI為 0.99（Tucker & 
Lewis,1973） 、NFI為0.98（Bentler & Bonnett,1980）、CFI為0.99（Bentler,1990） 、
IFI為0.99、RFI為0.98，都高於判斷準則0.90（Joreskog & Sorbom,1996），表示

假設模式可以被接受。在簡效配適值方面，PNFI為0.95、PGFI為0.53，都高於規

範的0.50（Joreskog & Sorbom,1996）。模式AIC為8459.26，小於獨立AIC的

349594.86，符合一般要求。以上皆表示本研究之概念模式的適切性，模式和實

證資料契合，亦證實本研究的整體建構效度。 
其次，因素負荷量λ值方面，所有研究構面題項因素負荷量介於0.71~0.94，

如表1，都高於0.5，符合Hair, Anderson, Tatham , & Black(1998)的建議(>0.5)，表

示本研究量表個別題項具有可被接受的信度水準。驗證式因素分析係為因素分析

之一種，該分析方法第一步驟即在於驗證題項負載構面情形，本研究所有題項負

載T值都達統計顯著水準，部分亦證實本研究構面的建構效度及收斂效度。問卷

信度檢測上，構面α值方面，介於0.97~0.98間，在可接受範圍，表示本研究問卷

具備信度水準。 
潛在構面的組成信度(CR, composite reliability)可以測量構面內部變數的一

致性4，當潛在構面的CR值越高，表示觀測顯性變項是高度相關的，表示這些都

                                                 
3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 factor test)被 Podsakoff & Organ(1986)視為一個事後偵測 

CMV 嚴重程度的一個方法。執行因子分析時，未轉軸的第一個因子是綜合因子，則這綜合因

子被視為因 CMV 而造成，其因素解釋量需小於 50%。 
4 CR 的計算公式為：(Σλ)2/ ［(Σλ)2+Σεj］。λ 為標準化因素負載值，ε 為測量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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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施測，共獲取有效問卷298份。樣本、母體卡方檢定上，樣本軍種方面，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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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單位母體分配，但施測時，已盡量分區域分層隨機施測，盡力避免樣本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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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設計與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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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量表，依研究主題修改字句，以求適用於本研究；在組織認同認知方面，參

考Cheney(1982：342-362)所發展之量表加以修正。參考量表都被廣泛使用，且信

效度頗佳，故具相當程度專家、內容效度。除了轉換型領導採用Likert 5點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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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方法變異檢測 

共同方法變異之事先預防與事後檢定方面，本研究問卷皆為自填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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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未受到共同方法變異太大的影響，本研究的問卷施測採匿名方式進行，部分題

項使用反向設計，以減少共同方法變異之問題。此外，題項設計兼顧簡明、易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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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都採用Likert 7點尺度，也被認為可以部分避免共同方法變異問題。 
事後之檢定方面，本研究採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 factor test)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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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驗3。探索性因素分析中未旋轉的第一個主成份的因素解釋量僅為45%，並

未高於50%(Podsakoff & Organ, 1986)。本研究再於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把所有題項負載於一個共同潛在變數(common latent 
factor, CLF），配適指標GFI=0.44；AGFI=0.41；PGFI=0.42，都不是很好，表示

所有題項負載於單一因子的結果不好，共同方法變異問題應不嚴重。 

四、信效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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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08，分別小於判斷準則 0.08，符合Hu & Bentler(1999) 和Browne & 
Cudeck(1993)的說法。由增值配適值指標來看，NNFI為 0.99（Tucker & 
Lewis,1973） 、NFI為0.98（Bentler & Bonnett,1980）、CFI為0.99（Bentler,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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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T值都達統計顯著水準，部分亦證實本研究構面的建構效度及收斂效度。問卷

信度檢測上，構面α值方面，介於0.97~0.98間，在可接受範圍，表示本研究問卷

具備信度水準。 
潛在構面的組成信度(CR, composite reliability)可以測量構面內部變數的一

致性4，當潛在構面的CR值越高，表示觀測顯性變項是高度相關的，表示這些都

                                                 
3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Harman’s one factor test)被 Podsakoff & Organ(1986)視為一個事後偵測 

CMV 嚴重程度的一個方法。執行因子分析時，未轉軸的第一個因子是綜合因子，則這綜合因

子被視為因 CMV 而造成，其因素解釋量需小於 50%。 
4 CR 的計算公式為：(Σλ)2/ ［(Σλ)2+Σεj］。λ 為標準化因素負載值，ε 為測量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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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量相同的潛在變項，愈能測出該潛在變項。根據Hair等人建議CR值須大於0.7 
( Hair at al., 1998)，本研究潛在變項之CR值，介於0.97-0.99，皆大於0.7，表示本

研究的潛在構面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 
平均變異萃取(AVE)5代表觀測題項可以測得潛在構面值的百分比，不僅可

用以判斷信度，同時亦代表區辨效度及收斂效度。根據Fornell & Larcker之建議，

AVE值大於0.5時，表示構面具有收斂效度(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潛在

變項之AVE值，從0.61到0.83，皆大於0.5，表示本研究的潛在變項具有良好的區

辨、收斂效度。 
 

表 1：因素負載值暨信度表 

變數 衡量項目 因素負載值 負載 T 值
平均變

異萃取

組成 
信度 

信度

α值 

轉換型領導 

題項 1 0.73 22.73 

0.61 0.98  0.98 

題項 2 0.73 20.89 
題項 3 0.78 27.83 
題項 4 0.80 32.69 
題項 5 0.71 17.70 
題項 6 0.82 43.95 
題項 7 0.81 40.49 
題項 8 0.82 41.27 
題項 9 0.76 26.36 
題項 10 0.82 46.37 
題項 11 0.80 35.97 
題項 12 0.74 19.86 
題項 13 0.80 37.89 
題項 14 0.76 27.88 
題項 15 0.83 48.08 
題項 16 0.81 46.27 
題項 17 0.84 45.88 
題項 18 0.81 37.93 
題項 19 0.84 53.32 

                                                 
5 AVE 的計算公式為：Σλ2/ (Σλ2+Σε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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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20 0.81 39.32 
題項 21 0.79 34.05 
題項 22 0.81 38.81 
題項 23 0.71 20.22 
題項 24 0.72 19.84 
題項 25 0.77 28.21 
題項 26 0.76 27.50 
題項 27 0.75 24.13 
題項 28 0.75 26.01 

個人組織價

值一致 

題項 1 0.92 100.14 

0.82 0.97  0.97 

題項 2 0.91 90.24 
題項 3 0.91 90.33 
題項 4 0.90 87.29 
題項 5 0.90 73.48 
題項 6 0.91 77.63 
題項 7 0.89 41.95 
題項 8 0.89 42.21 
題項 9 0.91 81.73 

部屬主管價

值一致 

題項 1 0.91 81.73 

0.82 0.99  0.98 

題項 2 0.91 81.24 
題項 3 0.91 87.13 
題項 4 0.90 59.70 
題項 5 0.88 62.64 
題項 6 0.91 81.72 
題項 7 0.90 66.48 
題項 8 0.90 79.89 
題項 9 0.91 63.55 
題項 10 0.91 86.81 
題項 11 0.88 40.73 
題項 12 0.91 77.36 
題項 13 0.93 105.32 
題項 14 0.91 59.81 
題項 15 0.90 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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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20 0.81 39.32 
題項 21 0.79 34.05 
題項 22 0.81 38.81 
題項 23 0.71 20.22 
題項 24 0.7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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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效能 

題項 1 0.93 104.11 

0.83 0.98  0.97 

題項 2 0.94 141.28 
題項 3 0.90 58.31 
題項 4 0.91 56.40 
題項 5 0.90 55.65 
題項 6 0.91 91.51 
題項 7 0.90 72.78 
題項 8 0.92 80.12 

組織認同 

題項 1 0.91 74.33 

0.80 0.98  0.98 

題項 2 0.93 111.73 
題項 3 0.92 93.06 
題項 4 0.93 100.96 
題項 5 0.92 99.04 
題項 6 0.91 77.43 
題項 7 0.92 89.95 
題項 8 0.93 110.43 
題項 9 0.92 92.87 
題項 10 0.91 69.25 
題項 11 0.93 112.24 

區辨效度在於檢定測量變項對於不同的構面之間的鑑別程度。每個變項與

測量同樣一個構面的其他變項之相關程度，應該要高於與測量不同構面變項的相

關係數。一般而言，區辨效度的檢驗，個別構面抽取之平均變異量 (AVE) 的平

方根，應該大於該構面與模型中其他構面間的相關係數，表示具有區辨效度

(Hulland, 1999)。表2 為構面之間的相關係數矩陣，對角線所列即該構面的AVE 
平方根。本研究之各構面測量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量 (AVE) 之平方根，大部分

都大於任兩構面間的相關係數，或者僅稍低於相關係數，代表測量模型中各構面

的變項確實彼此相異，即本研究測量模式具有可以接受的區辨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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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相關矩陣與區辨效度分析表 

 
團隊效能 組織認同

個人組織價

值一致 
部屬主管價

值一致 
轉換型領導

團隊效能 0.91     
組織認同 0.92 0.89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0.90 0.90 0.90   
部屬主管價值一致 0.91 0.90 0.93 0.90 

轉換型領導 0.86 0.87 0.89 0.89 0.78 

附註：非對角線的數字是各潛在構念間的相關係數，而對角線數字則是各構念與

其衡量項目的平均抽取變異 (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的平方根值 
(the square roots)。 

伍、路徑係數分析與假設驗證 

首先，在研究構面描述性統計方面，團隊效能、組織認同、個人組織價值

一致、部屬主管價值一致、轉換型領導各構面平均數分別為4.77、4.81、4.66、
4.81、3.59可以看出，研究構面軍職人員的團隊效能、組織認同、個人組織價值

一致、部屬主管價值一致、轉換型領導認知都偏正向，都高於中位數4(7點尺度)、
3(5點尺度)。亦代表我國軍職人員對於組織團隊效能、認同、價值一致、領導等

態度都偏正向，對於軍隊管理上，比較有利。 
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軍隊組織相關研究，證實轉換型領導會導致組織運作

的無效率、領導不服從。所謂的轉換型領導，是係由Burns(1978)所提出。轉換型

領導是結合交易型領導與魅力型領導，以強化組織變革更新的一種領導理論。轉

換型領導係結合組織主管、成員共同需求與願望，共同面對組織變革過程，並非

允許主管或部屬藉由雙方溝通，產生組織無效率或是部屬不服從現象。

Burns(1978)主張轉換型領導是藉由領導者和成員共同成長，提昇雙方道德和工作

動機的層次，並達成組織目標，而不是降低行政效率，或鼓勵成員不服從主官管

領導。反之，Bass(1985)認為轉換型領導使成員產生信任、忠誠、尊敬，並進而

改變其工作價值與信念，甚而發展部屬潛能，進而提高組織承諾感。 
過去相關軍方研究方面，田國忠(2009)指出轉換型領導對於部隊管理是正向

的，且有利於部隊績效提昇。孔祥麟(2010)也指出，領導主官（管）宜強化部屬

在轉換型領導五種領導特質之感受，並透過領導特質塑造有利的組織文化，方能

直接與間接提昇工作效率。高衍慧(2005)指出，隨著新一代兵力整建，國軍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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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相關矩陣與區辨效度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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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高素質的領導人才。只是國軍一直沒有一套具理論基礎的管理實務作法，作

為軍事領導者的領導統御與管理實務的依據。莊嘉坤、蕭嘉億(2012)的研究指

陳，領導者的決策影響團體績效的優劣，領導者的行為、運籌帷幄成為勝負成敗

的關鍵。該研究探討步校體育組教官如何運用「轉換型領導模式」，強化教學效

能及提升整體訓練成效。其研究目的在於讓領導幹部能發揮己身之專業，規劃階

段性的訓練，依循序漸進的方式實施，並帶領、培育每位體能戰技師資成為專業

體育教學人員及優質領導幹部。也正因為轉換型領導在國軍組織變革過程中，如

此重要，如此，本研究擬探討在不斷國軍精實過程中，軍職主官管可否透過轉換

型領導，提高軍職人員的主管部屬、個人組織一致性，甚且提高組織認同，最後

維繫與提高軍隊團隊效能。 
本研究利用結構化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驗證所設立的假

設。表3可以看出，轉換型領導與團隊效能係數為0.15，且達統計顯著水準

(<0.05)，驗證假設1的說法。這樣的研究結果，回應Judge & Piccolo(2004)的研究，

亦即轉換型領導認知越高，團隊績效越好。正如Bass(1985)所言，轉換型領導可

以提高部屬的自我意識(self-awareness)，讓部屬建立自我任務目標，並強化組織、

團體層次的目標、需求。固然，主官管甄選上，如能關注是否具備轉換型領導之

特徵，包含有理想化思維與性格；具備激勵部屬能力；可以給予部屬鼓勵、支持、

諮詢能力者。這樣應可以提高軍隊組織團隊效能。 
轉換型領導與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係數為0.89，且達統計顯著水準

(<0.01)，驗證假設2的說法。如同Burns(1978; 19)所言，領導者需瞭解與回應部屬

的價值，當部屬與主官管價值一致時，可以提高主官管的參照權力(Kelman, 1958; 
Kudisch, Poteet, Dobbins, Rush, & Russell, 1995)，部屬會學習與接受主官管的行

為。當軍職人員可以感受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取向時，就會提高其部屬主管價值

一致認知，有利於軍隊管理。 
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性和團隊績效係數為0.47，且達統計顯著水準(<0.01)，

驗證假設3的說法，這和Jung & Avolio (2000)的研究結果近似。當部屬願意以主

官管目標，為自我目標，當兩者價值一致性高時，部屬就願意投入努力，團隊績

效就會變好(Bono & Judge, 2003; Shamir et al., 1993)。最後，領導者可以不用改變

部屬原有價值，就可以連結部屬工作價值(Klein & House, 1995)，進而提高工作

績效。 
轉換型領導與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係數為0.89，且達統計顯著水準

(<0.01)，驗證假設4的說法。轉換型領導可以讓部屬有共同一體的感受，且感受

為組織一員的榮耀(Shamir et al., 1993)。當機關組織實施轉換型領導時，其比較

可以認知個人與組織價值一致(Shamir et al., 1993; Weber, 1947)。對於軍職人員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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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也是如此，部屬可以感受主官管的轉換型領導取向時，其比較可以感受自己和

組織價值一致。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與團隊績效係數為0.33，且達統計顯著水準(<0.01)，

驗證假設5的說法。正如Podsakoff & MacKenzie(1997)所言，當個人認為自己與組

織價值一致時，其會投注更多心力與努力，提高團隊生產力與績效。主要原因在

於，轉換型領導讓部屬個人和組織目標產生關連(Shamir et al., 1993: 584)，最後，

進而讓工作團隊效能提高(Marks, Mathieu, & Zaccaro, 2001)。 
轉換型領導與組織認同正相關，其係數為0.87，且達統計顯著水準(<0.01)，

驗證假設6的說法。轉換型領導讓部屬感受組織目標為個人目標(Bono & Judge, 
2003)，產生個人和組織的歸屬感，組織認同感自然可以提高。過去部分研究證

實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成員組織認同感(Bono & Judge, 2003)。軍隊多數以權威

式領導為主，倘若施以轉換型領導，本研究證實可以提高軍職人員的組織認同

感。整體驗證結果係數表與圖如表3、圖2。 

表 3：路徑係數分析表 

路徑係數 標準誤 T 值(絕對值)
轉換型領導 -> 團隊效能 0.15** 0.08 1.92 
轉換型領導 -> 部屬主管價值一致 0.89*** 0.01 70.36 
部屬主管價值一致 -> 團隊效能 0.47*** 0.11 4.43 
轉換型領導 ->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0.89*** 0.01 86.65 
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 團隊效能 0.33*** 0.09 3.74 
轉換型領導 -> 組織認同 0.87*** 0.02 44.47 
***表示 p<0.01、**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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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因果係數圖 

 
本研究再根據Baron and Kenny (1986)及Sobel(1982)的中介效果檢測方式，檢

測部屬主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是否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

係。首先，a係數為自變項到中介變項的效果；b係數為中介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

c係數即是自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即是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c’則是控制中介

變項後，自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ab係數即是c-c’，即是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 
經本研究計算後，以轉換型領導為自變項，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為中介

變項，組織團隊效能為依變項時，a係數為0.79(p<0.00)；b係數為0.35(p<0.00)；c
係數為0.39(p<0.00)；c’係數為0.11(p<0.00)，證實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部分中

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係。此外，本研究再進行Sobel檢測(Sobel 
test)，ab係數為0.28，Z值為11.83(p<0.00)，表示間接效果是存在的。經過1000樣
本拔靴法(bootstrap)間接效果檢測後，發現95%信心水準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0.37到0.40，並不包含0，表示間接關係確實存在。 

以轉換型領導為自變項，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為中介變項，組織團隊效能

為依變項時，a係數為0.46(p<0.00)；b係數為0.57(p<0.00)；c係數為0.39(p<0.00)；
c’係數為0.13(p<0.00)，證實工作滿意部分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

係。此外，本研究再進行 Sobel檢測 (Sobel test)， ab係數為 0.26，Z值為

11.29(p<0.00)，表示間接效果是存在的。經過1000樣本拔靴法(bootstrap)間接效果

檢測後，發現95%信心水準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0.36到0.39，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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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包含0，表示間接關係確實存在。整體而言，軍職人員部屬主管、個人組織價

值一致性，的確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係。 

陸、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初步證實，軍隊中實施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團隊工作效能。特別

是許多軍隊任務，都不是個人可以完成，需團隊同心協力進行，假若主官管可以

輔助施以轉換型領導，應可以提高軍隊團隊功效。因為，轉換型領導不僅可以協

助建立部屬自我意識，特別在當前世代自我意識都比較強烈情況下，其可以強化

部屬組織目標認知，進而提高團體工作效能。轉換型領導可於人員甄選、平日教

育訓練、績效考核上逐步納入，即可以逐步改變軍隊組織文化，再檢驗這些改變

是否提升實質或無形軍隊戰力，達成軍事組織目標。 
主官管轉換型型領導，可以提高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感。過去研究證實，

轉換型領導以關懷部屬為取向，部屬更容易接受主管的態度與行為，甚而加以模

仿。特別是，當前許多軍隊服役人員，其對於軍隊目標，無法和個人人生目標加

以連結，加上高比例的權威式領導，有時難免會產生管理上的困境與問題。但軍

隊係強調效率、絕對服從單位，固然不宜全然摒棄權威式領導，僅是應可以考量

如何逐步、漸進地實施轉換型領導，以縮短軍事組織和個人目標間的差距。本研

究仍為軍隊組織轉換型領導之少數研究，不宜貿然建議全面性實施，故建議分階

段、漸進方式實施。 
軍職人員自己和主官管價值一致性高，也會提高軍事組織團隊績效。當轉

換型領導可以讓部屬願意接受主官管目標，則其就會願意投入心力與努力，甚且

不必花費許多心力去改變部屬原有的價值，受到的抗拒更少，自然可以提高軍隊

團隊績效。傳統權威式領導在強調絕對服從的軍隊組織中，仍具有一定的功能與

效用，否則難以在面對敵人時，快速反應與行動，進而達成軍事目的與目標。然

而，軍事領導者也應注意，有時權威式領導或許可以維繫表面的服從，但是當部

屬內在價值與目標和主管不一致時，部屬就不會自願式地把事做好，戰時不僅無

法提高團隊績效，甚而可能產生嚴重的軍事問題，只是一時把問題潛藏而已，值

得關注。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驗證轉換型領導與「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正向相關。

關懷型領導可以讓部屬和組織有共同體之感受，並讓部屬覺得身為組織一員的榮

耀，進而提高其組織承諾感。先前業已提及，個人組織目標一致，也是轉換型領

導強調的一環。許多機關組織的研究都證實，轉換型領導可以強化個人組織價值

一致性。過去軍隊中權威型領導，比較沒有考量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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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因果係數圖 

 
本研究再根據Baron and Kenny (1986)及Sobel(1982)的中介效果檢測方式，檢

測部屬主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是否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

係。首先，a係數為自變項到中介變項的效果；b係數為中介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

c係數即是自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即是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c’則是控制中介

變項後，自變項到依變項的效果；ab係數即是c-c’，即是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 
經本研究計算後，以轉換型領導為自變項，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為中介

變項，組織團隊效能為依變項時，a係數為0.79(p<0.00)；b係數為0.35(p<0.00)；c
係數為0.39(p<0.00)；c’係數為0.11(p<0.00)，證實部屬主官管價值一致性部分中

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係。此外，本研究再進行Sobel檢測(Sobel 
test)，ab係數為0.28，Z值為11.83(p<0.00)，表示間接效果是存在的。經過1000樣
本拔靴法(bootstrap)間接效果檢測後，發現95%信心水準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0.37到0.40，並不包含0，表示間接關係確實存在。 

以轉換型領導為自變項，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為中介變項，組織團隊效能

為依變項時，a係數為0.46(p<0.00)；b係數為0.57(p<0.00)；c係數為0.39(p<0.00)；
c’係數為0.13(p<0.00)，證實工作滿意部分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

係。此外，本研究再進行 Sobel檢測 (Sobel test)， ab係數為 0.26，Z值為

11.29(p<0.00)，表示間接效果是存在的。經過1000樣本拔靴法(bootstrap)間接效果

檢測後，發現95%信心水準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為0.36到0.39，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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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包含0，表示間接關係確實存在。整體而言，軍職人員部屬主管、個人組織價

值一致性，的確中介轉換型領導和組織團隊效能間的關係。 

陸、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初步證實，軍隊中實施轉換型領導，可以提高團隊工作效能。特別

是許多軍隊任務，都不是個人可以完成，需團隊同心協力進行，假若主官管可以

輔助施以轉換型領導，應可以提高軍隊團隊功效。因為，轉換型領導不僅可以協

助建立部屬自我意識，特別在當前世代自我意識都比較強烈情況下，其可以強化

部屬組織目標認知，進而提高團體工作效能。轉換型領導可於人員甄選、平日教

育訓練、績效考核上逐步納入，即可以逐步改變軍隊組織文化，再檢驗這些改變

是否提升實質或無形軍隊戰力，達成軍事組織目標。 
主官管轉換型型領導，可以提高部屬、主管價值一致感。過去研究證實，

轉換型領導以關懷部屬為取向，部屬更容易接受主管的態度與行為，甚而加以模

仿。特別是，當前許多軍隊服役人員，其對於軍隊目標，無法和個人人生目標加

以連結，加上高比例的權威式領導，有時難免會產生管理上的困境與問題。但軍

隊係強調效率、絕對服從單位，固然不宜全然摒棄權威式領導，僅是應可以考量

如何逐步、漸進地實施轉換型領導，以縮短軍事組織和個人目標間的差距。本研

究仍為軍隊組織轉換型領導之少數研究，不宜貿然建議全面性實施，故建議分階

段、漸進方式實施。 
軍職人員自己和主官管價值一致性高，也會提高軍事組織團隊績效。當轉

換型領導可以讓部屬願意接受主官管目標，則其就會願意投入心力與努力，甚且

不必花費許多心力去改變部屬原有的價值，受到的抗拒更少，自然可以提高軍隊

團隊績效。傳統權威式領導在強調絕對服從的軍隊組織中，仍具有一定的功能與

效用，否則難以在面對敵人時，快速反應與行動，進而達成軍事目的與目標。然

而，軍事領導者也應注意，有時權威式領導或許可以維繫表面的服從，但是當部

屬內在價值與目標和主管不一致時，部屬就不會自願式地把事做好，戰時不僅無

法提高團隊績效，甚而可能產生嚴重的軍事問題，只是一時把問題潛藏而已，值

得關注。 
另一方面，本研究亦驗證轉換型領導與「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正向相關。

關懷型領導可以讓部屬和組織有共同體之感受，並讓部屬覺得身為組織一員的榮

耀，進而提高其組織承諾感。先前業已提及，個人組織目標一致，也是轉換型領

導強調的一環。許多機關組織的研究都證實，轉換型領導可以強化個人組織價值

一致性。過去軍隊中權威型領導，比較沒有考量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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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強調絕對式的服從。未來的確可以分階段、逐步地嘗試實施轉換型領導，觀

察其是否提高軍職人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軍隊中工作態度認知調查，亦

可納入「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指標，以確認軍職人員個人目標是否融入軍事組

織目標。 
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正向影響團隊績效。前一假設

僅證明轉換型領導可以強化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這裡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進一步可以提高團隊績效，本研究的中介檢定也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的中

介角色。如同先前所述，軍隊組織、軍職人員常屬於不同層次與執行關係，當軍

隊組織的價值不為成員所接受時，不僅損及軍事組織運作，也容易產生衝突。傳

統的權威式領導，可以促成軍職人員表面服從，卻無法改變部屬個人價值，管理

衝突難免，團隊績效自然不好。 
高組織認同的一部分前因，即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一致。轉換型領導比

較可以促使部屬、主官管、組織目標一致，固然也比較可以提高組織認同。如先

前所提組織研究都證實，轉換型領導係較為恰當之領導方式。或許軍事組織和企

業、非營利、政府組織仍存在諸多差異，但都有管理內部人員的一面，特別在軍

事組織、軍職人員目標不一致，甚且產生衝突時，權威式的管理風格，不僅無法

完整地解決問題，甚且將問題潛藏化，直至問題爆發為止。讓軍職人員產生組織

認同十分重要，其才會致力於軍事工作，務實、發自內心地執行軍事任務。 
對於軍事管理者來說，雖不至於全面揚棄權威式領導風格，但主官管甄選，

應該考量具有轉換型領導特色者，非一味地強調嚴格管理與工作要求而已。對於

在職主官管，發現面對部屬反抗巨大，其無法領導、溝通與執行任務，甚且產生

嚴重負向管理問題時，除考量調離職位，避免事端擴大；平日，更應對於主官管

實施教育訓練，並加入人性化管理、轉換型領導教育訓練。轉換型領導是一種「領

導特質」，也是一種「領導能力」評鑑標準。除了透過教育訓練加以強化外，軍

職人員甄選上亦可考量加入 Burns(1978)所提及幾個轉換型領導特質次構面，作

為甄選依據，包含：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激發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個別化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智識啟發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等。 

整體而言，轉換型領導不僅在於追求部屬、主官管、組織價值一致性，更

在於提高軍職人員組織認同感，及軍隊團隊效能。軍隊唯一重要目標，即是有效

地達成軍事任務，如果轉換型領導被更多相關研究證實對於軍隊績效有提升作用

時，就應可以考慮分階段、漸進地融入轉換型領導風格於軍事領導中。在主官管

甄選上，可以納入轉換型領導相關指標，以遴選具備軍事專長，同時具備轉換型

領導能力者。其次，對於現任主官管而言，在職訓練上可以強化轉換型領導相關

劉祥得、謝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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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讓其認識或操作轉換型領導實務。未來績效管理與評比上，可以納入團隊

績效指標，以測量主官管、部屬目標是否一致。以上不同階段、作為實施下，中

長期可以確認是否形塑轉換型領導組織氣候與文化。 
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並未獲得北中南東軍事單位母體分配，造成無法檢

驗母體、樣本分配。一方面單位母體可能被視為國家機密，難以取得。二來網路

上公布之資料，又無法確認真實性。建議未來研究者，可透過不同管道，獲得更

精確母體分配，以確認樣本代表性。此外，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最大的禁忌，就是

須避免過度依賴技術指標的數據與過度推論，未來研究可以採質化或是其他多元

量化工具，加以更深入探討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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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強調絕對式的服從。未來的確可以分階段、逐步地嘗試實施轉換型領導，觀

察其是否提高軍職人員「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軍隊中工作態度認知調查，亦

可納入「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指標，以確認軍職人員個人目標是否融入軍事組

織目標。 
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正向影響團隊績效。前一假設

僅證明轉換型領導可以強化個人組織價值一致性，這裡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

進一步可以提高團隊績效，本研究的中介檢定也證實「個人組織價值一致」的中

介角色。如同先前所述，軍隊組織、軍職人員常屬於不同層次與執行關係，當軍

隊組織的價值不為成員所接受時，不僅損及軍事組織運作，也容易產生衝突。傳

統的權威式領導，可以促成軍職人員表面服從，卻無法改變部屬個人價值，管理

衝突難免，團隊績效自然不好。 
高組織認同的一部分前因，即是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一致。轉換型領導比

較可以促使部屬、主官管、組織目標一致，固然也比較可以提高組織認同。如先

前所提組織研究都證實，轉換型領導係較為恰當之領導方式。或許軍事組織和企

業、非營利、政府組織仍存在諸多差異，但都有管理內部人員的一面，特別在軍

事組織、軍職人員目標不一致，甚且產生衝突時，權威式的管理風格，不僅無法

完整地解決問題，甚且將問題潛藏化，直至問題爆發為止。讓軍職人員產生組織

認同十分重要，其才會致力於軍事工作，務實、發自內心地執行軍事任務。 
對於軍事管理者來說，雖不至於全面揚棄權威式領導風格，但主官管甄選，

應該考量具有轉換型領導特色者，非一味地強調嚴格管理與工作要求而已。對於

在職主官管，發現面對部屬反抗巨大，其無法領導、溝通與執行任務，甚且產生

嚴重負向管理問題時，除考量調離職位，避免事端擴大；平日，更應對於主官管

實施教育訓練，並加入人性化管理、轉換型領導教育訓練。轉換型領導是一種「領

導特質」，也是一種「領導能力」評鑑標準。除了透過教育訓練加以強化外，軍

職人員甄選上亦可考量加入 Burns(1978)所提及幾個轉換型領導特質次構面，作

為甄選依據，包含：魅力領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激發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個別化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智識啟發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等。 

整體而言，轉換型領導不僅在於追求部屬、主官管、組織價值一致性，更

在於提高軍職人員組織認同感，及軍隊團隊效能。軍隊唯一重要目標，即是有效

地達成軍事任務，如果轉換型領導被更多相關研究證實對於軍隊績效有提升作用

時，就應可以考慮分階段、漸進地融入轉換型領導風格於軍事領導中。在主官管

甄選上，可以納入轉換型領導相關指標，以遴選具備軍事專長，同時具備轉換型

領導能力者。其次，對於現任主官管而言，在職訓練上可以強化轉換型領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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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讓其認識或操作轉換型領導實務。未來績效管理與評比上，可以納入團隊

績效指標，以測量主官管、部屬目標是否一致。以上不同階段、作為實施下，中

長期可以確認是否形塑轉換型領導組織氣候與文化。 
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並未獲得北中南東軍事單位母體分配，造成無法檢

驗母體、樣本分配。一方面單位母體可能被視為國家機密，難以取得。二來網路

上公布之資料，又無法確認真實性。建議未來研究者，可透過不同管道，獲得更

精確母體分配，以確認樣本代表性。此外，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最大的禁忌，就是

須避免過度依賴技術指標的數據與過度推論，未來研究可以採質化或是其他多元

量化工具，加以更深入探討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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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問卷 
 

變數 衡量題目 

轉換型領導 

直屬主官（管）之能力與判斷力，可以克服發生的困難 
我的直屬主官（管）具有特別的天賦，可以洞悉機關組織值得思

考的事務 
直屬主官（管）能激發我對領導者的忠誠 
在直屬主官（管）身邊工作，我感覺心情很愉快 
直屬主官（管）使我達到超越自己預期的工作 
直屬主官（管）讓我對未來工作更加樂觀 
直屬主官（管）讓我覺得只要努力向上，就可以更上一層樓 
直屬主官（管）給我有整體目標感 
直屬主官（管）具有高度的團隊精神 
直屬主官（管）能激勵我對服務單位的忠誠 
直屬主官（管）通常會將部屬的建議付諸實行 
直屬主官（管）是做事成功與成就的象徵 
直屬主官（管）是一位值得我追隨的領導者 
直屬主官（管）具有規劃出遠景之能力，並讓部屬有好的成就 
直屬主官（管）能指出共同的遠景，而此遠景令我感到可以實踐

直屬主官（管）會關心那些比較被人忽視的部屬 
我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現時，我的直屬主官（管）會給予讚美 
直屬主官（管）嘗試協助我滿足工作需求 
直屬主官（管）肯花時間來說明機關組織的目標 
直屬主官（管）能使周遭同仁對於被分配的任務與工作充滿熱誠

直屬主官（管）是一個會激勵、啟發部屬的人 
直屬主官（管）會鼓勵部屬瞭解其他成員想法 
直屬主官（管）之觀念能讓我重新思考過去自己視為理所當然的

想法 
直屬主官（管）使我願意為團體利益犧牲個人利益 
直屬主官（管）能使我真正瞭解什麼是重要的工作 
直屬主官（管）在我面對工作難題時，會提供我新的思考方向與

角度 
直屬主官（管）會大力讚揚或提拔工作優良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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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主官（管）會將我的工作績效告訴我 

個人組織價

值一致 

我個人的價值觀與單位的價值觀相契合 
我工作上的需求，和我所擁有的技能是相符合的 
工作所提供給我的價值，與我當初選擇這個工作是一致的 
我的工作經歷與我所屬的工作需求相符合 
我所在單位的價值觀，和我的生活價值觀相似 
當初工作的期望和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是相符合的 
我所受的專業訓練與我所分配的工作需求相符合 
我生活的價值觀與單位的價值觀相契合 
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可以滿足工作上想得到的 

部屬主管價

值一致 

願付出額外心力為了促進工作團隊的績效 
願意為了直屬主官(管)付出額外心力 
和我的直屬主官（管）一起工作，非常開心 
直屬主官(管)認為我是一個有潛力的人 
願意為了自己團隊，和直屬主官(管)付出最大的努力 
同仁都喜歡和我的直屬主官(管)做朋友 
受別人責難時，直屬主官(管)會站出來為我辯護 
自己承認犯錯時，直屬主官(管)會為我辯護 
很尊重我的直屬主官（管）的專業技能 
我非常尊重我的直屬主官（管） 
完全相信直屬主官（管）決策，也會為他的決策辯護 
可以知道直屬主官(管)對我的工作表現的滿意程度 
直屬主官(管)會為我工作優劣負責 
很對於直屬主官(管)關於工作的瞭解與處理能力，感到滿意 
的直屬主官(管)對自身工作瞭解程度，令我印象深刻 

團隊效能 

單位同仁人際關係的技巧，可以處理實際工作上要求 
單位同仁整合資源的能力，比實際工作上的要求高 
單位同仁對單位投入的心力，可以處理實際工作上要求 
單位同仁整體的工作績效，比實際工作上的要求高 
單位同仁工作的品質，比實際工作上的要求高 
單位同仁如期完成的工作量，比實際工作上的要求高 
單位同仁具備的專業知識，可以處理實際工作上要求 
單位同仁主動積極的程度，比實際工作上的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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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認同 

這個單位同仁具有歸屬感 
我很高興我選擇在這個單位服務 
我願意繼續在這個單位服務 
我目前服務的單位所呈現的績效，是其他單位的榜樣 
我確實關心目前所服務單位的未來發展 
我在這裡工作感到溫馨 
我認為這個單位在國軍裡，很具代表性 
我十分願意告訴我的朋友，我在這個單位服務 
我感覺這個單位是關心我和同仁的 
我以身為目前服務單位的成員為榮 
我發現和這個單位可以彼此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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